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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壹、前言
中國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於 2013 年 10

月發布「2013 年上半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

指出，2013 年上半年人民幣保持升值態勢，

人民幣對主要貨幣雙邊和一籃子多邊匯率升

值，從 2005 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匯

改）以來，人民幣已經升值高達 34%( 陳致

畬，經濟日報 2013) ！而依據國際清算銀行

（BIS）的資料，2013 年上半年人民幣對一

籃子貨幣的名義有效匯率累計升值 5.9%，

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實際有效匯率則累計升

值 5.7%，在 BIS 監測的 61 種貨幣中，升值

幅度分別居第一和第三位。從 2005 年中國大

陸推動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名義和

實際有效匯率累計，總計分別升值 30.5% 和

39.3%( 陳致畬，2013，經濟日報 )。

而臺灣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近日在立法

院財委會做「中央銀行業務報告」時指出：

「人民幣是不錯的投資標的」！央行外匯存

底已經配置有人民幣，持有約半年，但不便

透露買了多少，未來還會加碼人民幣。但據

知情者透露 2013 年 8 月底臺灣外匯存底高達

4094 億美元，其中人民幣部分約占有 74 億

美元左右，已經占有臺灣外匯存底近百分之

二的部位，且以「存款」形式持有，報酬率

超過百分之三，高於美債不到百分之二的收

益。 央行官員說，由於大陸實施資本管制，

短期內央行持有人民幣的比重，很難超過臺

灣外匯存底的百分之十 ( 羅兩莎，2013，聯

合報 )。 在冷戰對抗及國共對峙的年代，殊

難想像有一天臺灣的中央銀行竟然膽敢持有

匪幣及偽幣！但當人民幣都已經成為臺灣外

匯存底的一部份而且收益率竟然高過美元的

此刻，我們實在有必要去了解中國人民幣是

如何誕生的？以收知己知彼之效。

此外，一個新貨幣的創建，必然有其時

代背景及角色功能，絕非可橫空出世或靠閉

門造車而能竟其功。本文即就人民幣創建誕

生所處的中國大陸內部政經情勢及其角色功

能進行分析論述。

貳、人民幣誕生前後的中國大陸政經
         情勢 (1948—1952)
一 、國府財政破敗與濫發紙幣

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為了應付和中

國共產黨內戰的龐大軍事費用支出，國民政

府的財政赤字高速成長。1946 年的軍事費用

支出就高達 6 萬億元，是當年度預算支出總

額的 2 ﹒ 4 倍，財政赤字則已高達 4 ﹒ 8 萬

億元。而 1947 年國民政府財政赤字更雪上

加霜達到 40 萬億元，財政赤字比前一年度

劇增 8 倍多！為了彌補巨大的財政赤字，國

民政府採取了濫發紙幣加速通貨膨漲的惡劣

施政作為。1945 年 6 月，國民政府法幣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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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 3,978 億元 ; 至 1948 年 8 月 21 日則已達

6,636,946 億元，貨幣新增發行量達到原發行

量的 1668 倍！令人咋舌不已。1948 年通貨

膨脹已經達到法幣貶值連本身紙張價值都不

如的地步，廣東一家造紙廠竟然買進 800 箱

票面 100 ~2000 元法幣當作造紙原料，這使

國府領導人蔣介石認為勢需進行幣制改革及

另外發行新幣不可﹙張皓，2008：67 ﹚。

國民政府為避免貨幣崩潰，遂於 1948 年

8 月 19 日實行“幣制改革”，並發行金圓券

﹙董輔礽，2001a：16 ﹚。而國民政府的法

幣自 1939 年以來經過十年來的通貨膨脹，

法幣的信用已瀕臨破產邊緣，直至金圓券問

世的前夕，估計中國當時的物價指數已經飆

漲到法幣發行時物價的八百萬倍以上，物價

波動幅度愈來愈大，物價波動周期則愈縮愈

短，人心極度不安，而國府的幣制改革及配

合金圓券的發行有其不得不為的社會急迫局

勢。而國府法幣信用的喪失，原因雖然很多，

但大體說來，不外民眾心理的與國家財政兩

方面。在民眾心理方面，因為大家預期物價

要漲，自然是重實物輕紙幣，使國府發行的

紙幣在手中停留的過程，儘量縮短，因之通

貨流通的速度急劇增加。而在國家財政方面

的，當時國府財政部長王雲五的報告說：『當

年度五月的財政狀況是收入十五萬億，支出

七十五萬億…』，巨大的財政赤字，實是國

府法幣信用喪失的主因﹙蔡潤嵐：2008 ﹚。

而國府此次改革幣制，為貫徹改革決心還同

時頒佈了四個法令：（一）金圓券發行辦法，

（二）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三）

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

法，（四）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

而金圓券自 1948 年 8 月 23 日發行以來至同

年月 26 日止，短短四日間，據國家行庫統

計，滬市收兌金銀外幣數額，共達三千餘萬

金圓，折合法幣數字約近一百萬億。但是人

民的信心與國府的管制辦法是有其限度和時

間性的，金圓券幣制改革，初期狀況尚顯樂

觀﹙蔡潤嵐：2008 ﹚。但是在國家財政困

窘之下，國府要發行新貨幣勢必要得到美國

援助才能獲得民眾信賴，而國府幣改負責人

王雲五亦深知金圓券要成功，需要有十足的

準備金，而爭取美國援助是重要關鍵。1948

年 9 月下旬國際貨幣基金及國際復興建設銀

行理事會其他第三屆年會於美國召開，輪值

由中國財長作主席，遂由王雲五趁此機會飛

往華盛頓展開一系列為國府政權爭取美援的

遊說行動。王雲五在美強調：遠東復興需要

美國援助，其並批評美國政府僅注重歐洲但

忽視世界全局！王雲五並向美國經濟合作總

署署長霍夫曼和財長至次史奈德商討貸款問

題，並認為美國有責任幫助解決這一困難。

但是，他的活動未能成功。霍夫曼等人均認

為國民黨政府最重要的不是要求新的援助，

而是如何妥善使用已批准的援助﹙張皓，

2008：72 ﹚！王雲五爭取未果後低調返國，

而在欠缺美國支持及援助下，實已預告了國

府幣制改革的失敗。

其後到 1949 年 5 月，金元券的發行額

又從最初的 9 億元增加至 679,458 億元，相

當原國民政府法幣 2038374000000 億元，這

一數字比 1937 年 6 月增加了 1,445 億倍，十

分驚人！，也造成惡性通貨膨脹，以 1949

年 5 月與 1937 年 6 月相比，物價指數上漲了

36,807 億倍﹙董輔礽，2001a：16 ﹚！關於金

元券發行的限額另有一說是 20 億元，其後

到 1949 年 5 月 4 日金元券增發到 294,722 億

元（池振南，2010：15），無論那一個數據

是真的，又或因戰亂資料蒐集難免不易，但

是當時國府紙幣貶值程度可說史無前例。國

民政府也曾採取強令限制物價的措施，但僅

3 個多月就被迫宣佈放棄限制物價的措施，

從此物價上漲更加猛烈，幾乎天天上漲甚至

一天數漲，上漲幅度動輒數倍，甚致許多商

店不及更換價格標示。民眾信心崩潰，大家

爭相兌換黃金、白銀、銀元和美元時，其後

又因國共徐蚌會戰 ( 淮海戰役 ) 開打後，國



軍戰敗，整個局勢岌岌可危，國府高層乃決

定放棄中國大陸，並搶運黃金至台灣，國民

政府的幣制改革仍以失敗告終。而貨幣危機

造成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嚴重的通貨膨漲及經

濟危機，其直接後果就是人民生活的極度惡

化。在農村饑民遍野、餓死者甚多，許多農

民以草根、樹皮和觀音土裹腹，甚至出現易

子而食的慘況！據統計 1946 年各地餓死人數

達 1,000 萬人，1947 年各地饑民則高達 1 億

人以上﹙董輔礽，2001a：17 ﹚。國民政府

統治區內無法解決的法幣信用問題及幣制改

革的失敗，造成嚴重經濟危機，並與政治危

機及軍事危機交互影響，最終導致國民政府

的垮臺。

二、制定共同綱領與中共建國
經過國共的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及淮海

戰役此三大戰役後，國民政府的主力部隊已

折損大半且所轄區域亦逐漸退卻，自然無力

再戰，其後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

並於 1949 年 4 月 23 日解放南京迄同年 9 月

為止，中國共產黨幾乎有效統治了中國大

陸的主要區域。而且除了軍事行動外，中

國共產黨早以經於 1948 年 4 月 30 日，就藉

由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進行政治

裡念宣傳及號召中國境內 :「各民主黨派，

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

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

民主聯合政府」，此公開的政治理念宣示也

揭開了中共建國的序幕﹙楊先才等，2002：

1–2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及號召也得

到了當時中國境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

人士的回應。而從 1948 年 8 月起，中國境內

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和著名的無黨派民主

人士均陸續進入中共統治的人民解放區，並

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參與了召開新政協等建立

新國家的期前籌備工。而其後 1949 年 9 月，

在北平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該次

會議通過了具有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固然正式的憲法應當

由選舉產生的中國人大會議來制定，但是在

當時政治及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及當時

的國家和社會條件，難期能妥善在全中國廣

大區域及各民族間進行人大選舉。在此背景

下，先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具有正

當性和最高共識的《共同綱領》，以暫時運

行國家基本大法 ( 憲法 ) 的功能﹙胡錦光等，

2004：46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同年月 30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中共領導人毛澤

東在開幕詞中闡明該次會議的性質和功能後

強調 :「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

站立起來了！」而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通過的《共同綱領》，

也可以說就是當時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

國綱領。

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討的《共同

綱領》除序言外，計分為總綱、政權機關、

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

政策、外交政策共 7 章 60 條，而其確定了未

來新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並

且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提供了合法和正

當性基礎 ; 並按照新的理念及原則規劃了新

中國的國家機關，以及各國家機關之間的相

互關系，為中共人民政權的運作和人民行使

國家權力提供了組織基礎 ; 更規定了新中國

所實行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及

軍事制度等一系列國家基本體制，並且同時

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其主要內容

如下﹙胡錦光等，2004：47 ﹚：

（一）規定了新中國的性質。認定中華人

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

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

族的入民民主專政國家 ; 中國人民民主

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

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

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 ; 中國

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

2014

日
新
司
法
年
刊

558



拾
、

不

滯

譚

5592014 日新 JUSTICE

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

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

（二）規定了新中國的政權組織形式。認定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新中國的基本政治

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的組織形式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是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 ; 在普選的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

權，在尚無普選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產

生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漸進

的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三）規範了新中國在經濟、金融、文化、

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

例如共同綱領第三條明文指出：「中華

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

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

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

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

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

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

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

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此外，共同綱領第

三十九條則明定：「關於金融：金融事業應

受國家嚴格管理，貨幣發行權屬於國家，禁

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外匯、外幣和金銀的買

賣，應由國家銀行經理。依法營業的私人金

融事業，應受國家的監督和指導。凡進行金

融投機、破壞國家金融事業者，應受嚴厲制

裁。」由上述條文例示可知，共同綱領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及國家政策的方向以經

作出了規劃。

而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2 時許，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北京中

南海勤政殿舉行首次會議，並舉行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領導人的就職典禮。會議一致決

議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並

接受《共同綱領》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

針。該次會議推選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

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

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

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

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羅榮桓為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並責成他

們從速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機關，以執

行推動各類政府工作及職能。該次會議同時

決議 :『要向世界各國政府宣布，現組成政

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

法政府。而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

領土主權等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現組成政

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楊先才等，

2002：12 ﹚。

當日中國外長周恩來立即發出致各國公

函，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分別通知各國政府，宣布 :「本政府為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

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

立外交關係」。以此向全世界表明新中國的

建立及外交往來的原則和態度。同年 10 月

2 日，蘇聯政府第一個照會中國政府，宣布

蘇聯政府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

係，並斷絕同前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隨

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民主

主義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

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尼亞、越南

等 10 國陸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為新

中國的主權獨立和世界各國的外交承認奠定

了基礎﹙楊先才等，2002：17 ﹚；也開啟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向國際社會的外交空間。

此外，更為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發行的人

民幣，確立了人民幣所代表的國家主體之所

在。

 三、中國的政經體制變革
中國共產黨在戰勝國民政府取得勝利以



前的綱領，是根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

於 1940 年提出的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思

想，在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取得勝利以後，

建立「中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

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新民

主主義的經濟。所謂新民主主義經濟，就是

在「節制資本」原則指導下允許「不能操縱

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存在，大銀行、

大工業、大商業歸國家所有的混合經濟﹙吳

敬璉，2005：68–69 ﹚。

中國共產黨在和中國國民黨的內戰勝利

後，中國共產黨其歷史認知，是自認領導了

中國人民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

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奪取了新民主主

義革命偉大勝利的結果。而也因為這一革命

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舉結束了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使中國進入了從

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階段﹙楊

先才等，2002：1 ﹚。而早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立前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1948 年 9 月

擴大會議和 1949 年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國

共產黨重申了建設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和新

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綱領。隨著對國府戰事

的勝利，毛澤東根據自己對建國後與資產階

級關係的思考後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幹部強

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中國內

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

的矛盾。﹙吳敬璉，2005：70 ﹚」。也就是說，

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其對原先國府統

治下的政治經濟體制及意識型態是根本不認

同的，特別是，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

為代表的官僚及特權資本，更被中國共產黨

認為是國民黨政權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反動的生產關係中

的最典型例證﹙董輔礽，2001a：34 ﹚。中國

共產黨更認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

表的官僚及特權資本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

勾結在一起剝削人民，這也是舊中國何以貧

窮落後、經濟不能發展及政治貪腐的主因。

從而如何改革國府原有的政經體制及經濟思

想，自然就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後的施政重點

所在。

而中共建國初期，在中國地方政治組織

的變革上，各級地方人民政權的重新建立是

依據《共同綱領》的相關規範進行的，一般

都經過三個步驟 : 第一步，各地區在摧毀原

國民黨政權的基礎上，是先建立軍事管制委

員會，作為過渡性的臨時政權，領導人民建

立中國共產黨所強調的革命秩序。並且鎮壓

反革命破壞活動，接管國民黨的一切公共機

關，並迅速開始進行生產，以避免新舊政權

交替和社會劇烈變動時期可能產生的動亂和

震盪。第二步，在社會環境初步安定後，條

件也許可的情況下，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

議，作為人民參政議政的初期方式。經過一

段時間後，再由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逐步代行

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選舉地方人民政

府。第三步，待條件成熟，即召開普選的全

權的人民代表大會。在這三個步驟中第二步

是關鍵的一步。因為軍事管制是非常之舉，

不可能也不應該持續過長時間，必須實行人

民代表大會制度。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三

令五申要求各級黨組纖把召開各界人民代表

會議「當作一件大事去辦」; 且要使代表有充

分的發言權﹙楊先才等，2002：26–27 ﹚。

而在國家中央機關及政權結構上，則一如前

小節有關制定共同綱領與中共建國部份所

述，進行中央政府體制變革。

至於在中國經濟體制變革上，共同綱領

第三條以經明文指出要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

的國家所有，且要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

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而中

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早在 1940 年 1 月發表

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提出，要沒收大銀

行、大工業及大商業歸人民共和國所有的前

衛主張。其後毛澤東在 1945 年 5 月中國共產

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聯合政

府》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又更進一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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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取締官僚資本”的主張。1947 年 12 月，

毛澤東又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共

產黨黨內文件中，主張要一、沒收蔣介石、

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

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二、沒收封建階級

的土地歸農民所有。三、保護民族工商業；

並將以上三項主張，列為其新民主主義的三

大經濟綱領。

而三大綱領中的沒收官僚資本，更是中

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中

之重點工作，並且是建立中國共產黨國營經

濟的首要關鍵所在。而何以要以沒收官僚資

本，會是建立中國共產黨國營經濟的首要關

鍵所在？根據統計資料中國在國府戰敗前

夕，官僚特權資本約占全國工業資本的 66%

左右，占全國工礦、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

的 80%。在國府統治中國工業品產量最高的

年度時，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所屬的工礦

企業，掌握著全國煤碳產量的 33%，水泥產

量的 45%，全國發電量的 67% ，全國鋼鐵

產量的 90% 以及有色金屬和石油的全部產

量。此外，官僚資本還控制著全國的金融機

構和鐵路、公路、郵電、航空運輸及 44% 的

輪船噸位，還擁有十幾個壟斷性的貿易公

司。官僚資本可說是國民黨賴以經濟上統治

中國的經濟基礎，被中國共產黨認為嚴重阻

礙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是中國新民

主主義革命的重要對象﹙楊先才等，2002：

28–29 ﹚。

而在接管的官僚資本企業中，有關金融

方企業方面計有 : 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

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和郵政

儲金匯業局，即國府統治時俗稱之“四行二

局”金融系統和隸屬各省地方銀行的 2,400

多家金融機構，還有官僚資本“商辦”的

新華、裕華、廣東國貨等銀行，以及中國

銀行等海外分支行庫等﹙董輔礽，2001a：

35–36 ﹚。這些沒收自國府官僚資本的金融

企業，對中國共產黨發行人民幣及穩定建國

後的金融情勢發揮了重要功能。

而為了確保對官僚資本企業的有效及順

利接收，中共中央在 1948 年和 1949 年上半

年，先後發表了《關於接收官僚資本企業的

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關

於接收平津企業經驗介紹》等一系列官方

文件，詳盡規定了有關接收國府官僚資本企

業的指示方針﹙董輔礽，2001a：34 ﹚。而

1951 年 1 月 5 日和 2 月 4 日，新中國政務院

也先後發布《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和

《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

命分子財產的指示》。根據這兩個官方文件，

又對可能利用人頭等方式規避及隱藏的國府

官僚資本作了詳細調查，最終完成了沒收國

府官僚資本的工作，也因此建立了第一批公

私 合 營 企 業 ﹙ 楊 先 才 等，2002：30 ﹚。 而

前述沒收官僚資本的各項政策措施的制定和

實施，是能順利沒收國府官僚資本的重要原

因。

而沒收國府官僚資本政策推動實施後，

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得到滋養和

發展。1949 年底，國營工業在全國大型工

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已達 40.3%，其中國營

經濟已擁有全國發電量的 58%、原煤產量的

68%、生鐵產量的 92% 及棉紡產量的 53%。

國營經濟還控制了全國金融、外貿，外貿、

鐵路等現代化交通運輸事業。為甫成立的

新政府統一財政、平穩物價及迅速恢復中國

國民經濟並啟動計劃經濟建設的準備工作，

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持﹙楊先才等，2002：

30–31 ﹚。

而前述沒收官僚資本的政策推動，除了

國民經濟上的成效外，更被中國共產黨視為

是同舊國民黨官僚體制掌控資本的重要鬥

爭！這又隱含著雙重的意義。一方面，因為

沒收官僚資本就代表摧毀舊國民黨政權的原

有經濟體制及基礎，具有人民民主革命成功

的意涵 ; 另一方面而言，從消滅壟斷性大型

資本來看，又兼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



而中共這次對中國內部的政經體制的改革政

策施行經驗，其實是中共對其改朝換代後進

行其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政經體制改造的重要

一步。

四、人民幣正式成為中國法定貨幣
一個國家及政權的貨幣發行流通，除了

經濟上的貨幣功用外，實亦另寓有政治主權

的宣示效果。從而當國共內戰中共軍節節勝

利後，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從政治或經濟層面

的考量，對全中國的貨幣發行需要就意益顯

迫切。而 1948 年以後，隨著中國共產黨軍事

的戰略反攻，一些大城市相繼被共產黨所統

治，中共新政權先沒收了這些城市中原來國

民黨官僚資本所有的金融機構及房地產，進

一步支持強化了中共解放治理地區的金融力

量。當中共各解放治理區域逐漸擴張及連結

時，為免金融管理及貨幣發行成為多頭馬車

有礙治理，積極成立統一的金融管理機構及

發行通行各解放治理區域的貨幣需要自然日

益迫切。

在此情勢下，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銀行

和長城銀行分別於 1948 及 1949 年併入東北

銀行。而在華北地區，晉察冀邊區銀行和

冀南銀則於 1948 年合併成立華北銀行。在

西北地區，陝甘寧邊區銀行和西北農民銀

行也於 1948 年合併。另在貨幣統一使用方

面，華東地區原使用之華中幣停止發行，改

流通使用統一的北海幣﹙吳申元等，2003：

278–279 ﹚。而前述各中共解放治理區主要

銀行和貨幣的逐步合併和統一，為下一步全

國範圍內的貨幣金融統一打下了基礎。

1948 年 11 月 8 日，中共所屬華北、山東、

陝甘寧及晉綏各地區政府會商決定，將華北

銀行、北海銀行及西北農民銀行共同合併為

中國人民銀行，而同年 12 月 1 日中國人民

銀行正式在石家莊成立﹙吳申元等，2003：

279 ﹚。而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於成立當日，

即正式發行中國第一套人民幣，並將之定位

為所轄華北、華東及西北地區的本位貨幣，

統一流通。中共解放治理地區的所有公私款

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幣為結算之本

位貨幣。而前揭第一套人民幣計有 12 種券別

及 62 種版別﹙宋月紅，2008：124 ﹚。而在

國共內戰進行中，中共軍隊渡長江前與渡長

江後，對於人民幣的流通使用，則面臨不同

的政經情勢。當時中共財經領導人陳雲也敏

銳的察覺到，中共新解放治理區的金融將會

出現兩種情況 : 第一、國民黨留下的金圓券

不打自倒！中共人民幣在金融領域遭遇到的

敵人，已不是國民政府軟弱的金圓券，而是

強硬的銀元。第二、中共軍隊過長江之前，

國共內戰一般是中共軍隊先解放鄉村，再包

圍大中城市，然後才解放城市地區，這樣在

金融貿易上人民幣就先在鄉村生根，等城市

一解放，人民幣占領市場，恢復城鄉交流，

都是比較容易的。但過江以後，中共軍隊先

占領城市，後占領鄉村，而城市及鄉村地區

都是銀元流通市場，此時鄉村非但不能幫助

城市推行人民幣，而且還增加了人民幣推行

的困難﹙遲愛萍，2007：160 ﹚。

而實際情形亦正如陳雲所料，在中共解

放軍佔領每個前國府治理城市後，新中共人

民政府雖採取立即限期收兌前國府政權發行

的金元券政策，使人民幣迅速佔領並流通於

市場。1949 年 5 月 27 日，人民解放軍占領

上海市。次日，上海軍管會和人民政府成立，

隨即宣布人民幣為解放區流通的唯一合法貨

幣並開始收兌金圓券。因金圓券已形同廢

紙，人民政府僅用 4 億元人民幣即收兌完國

府的金圓券（遲愛萍，2007：160）。但由於

前國府政權統治中國時通貨膨脹十分嚴重，

常有一日三市的物價劇烈波動情形出現，因

此在民間銀元及外幣仍成為實際流通的交易

及保值貨幣，市面上流通的保証是強硬的銀

元，銀元才是人民幣當時是否被接受及能否

真正交易流通的真正對手。再加上中共建國

初期，由於物價仍然不穩，投機份子伺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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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因而使用銀元、外幣交換流通的實際狀

況乃持續了下來，而也深深影響著著人民幣

的流通和唯一法定貨幣的地位。而同時金銀

外幣價格的波動，又常成為市場物價波動的

導火線。為了解決此問題，中共各地軍管部

門和人民政府都頒發了有關金銀外幣的管理

辦法，禁止金銀外幣自由流通，並同時由中

國人民銀行舉辦折實存款，掛牌收兌金銀外

幣﹙董輔礽，2001a：41 ﹚，以免人民幣的

法定地位持續遭到挑戰。迄 1949 年 5 月 5 日，

中國人民銀行雖發出總字 87 號通令自稱 : 人

民幣發行以來，信用已高，逐漸成為全國統

一的貨幣。惟面對銀元的民間被接受的強勢

地位，人民幣仍有不足之處。

也由於一些投機商人對中共新政府推動

人民幣成為唯一合法流通及本位貨幣的政

策，並不理睬。甚至上海的投機商人公然宣

稱，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卻進不了上

海。許多投機商人或小販公然在上海大街上

兜售銀元，拒用人民幣，且藉此哄抬物價。

為了穩定貨幣與物價，制止金銀外幣在市場

上繼續流通，損及人民幣的法定貨幣地位。

針對銀元投資猖獗的情形，各大城市軍管會

和人民政府明令禁止金條、銀元、外匯在市

埸自由流通，並且規定一律由人民銀行掛牌

收兌，並再次重申人民幣係唯一合法貨幣。

芹壁老屋 /曹楷智



但民間的金融投資活動仍然熱度不減，還又

進一步帶動整個物價上漲。於是在中共中央

統一部署下，於 1949 年 6 月 10 日採取了打

擊民間金融投機的強勢作為。上海市軍管會

以武力查封上海市的投機金融大本營「證券

大樓」，並且逮捕法辦了投機金融業者 238

人！同時間武漢市及廣州市領兩地人民政府

也各自逮捕了轄內的銀元投機份子多人，共

同瓦解了全國的銀元投機行為及風潮，新中

國政府此舉，也被稱為「銀元之戰」﹙楊先

才 等，2002：32 ﹚！ 為 人 民 幣 成 為 全 國 範

圍內實質上的法定貨幣地位，確立了有效基

礎，也很快穩定了國內的金融市場及人心。

隨後 1949 年 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共同綱領第 39 條也明文規定：「關於金

融：金融事業應受國家嚴格管理，貨幣發行

權屬於國家，禁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外匯、

外幣和金銀的買賣，應由國家銀行經理。依

法營業的私人金融事業，應受國家的監督和

指導。凡進行金融投機、破壞國家金融事業

者，應受嚴厲制裁。」這部起到新中國臨時

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被中國共產黨認

為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的基本政策，

而人民幣的貨幣制度也在憲法層次明文建立

起來。

但是由於 1949 年是國共內戰最重要的

轉折點，一方面國府治理下，中國社會承受

了 12 年的嚴重通貨膨漲，而且中國的糧食、

棉花有相當數量都要從國外進口，中國的水

利及交通事業又因戰亂遭到不少破壞，鐵路

運輸十分重要，鐵道交通必須迅速恢復，被

封鎖的上海也必須支援，國共內戰又阻礙

了城鄉物資交流，中共政府能取得的稅收甚

微，軍事戰爭的支出又很大，招降的國府軍

文職人員的安置費用也是一筆龐大的支出，

中共政府還是不得不依循國府的陋習依靠大

量發行人民幣來彌補中共新政府初期龐大的

財政赤字。其結果當然是利弊互見，一方面

解決了當時國共內戰和重要基礎建設的經費

需要，另一方面則仍不能避免民間通貨膨脹

及物價波動的狀況（遲愛萍，2007：195）。

而隨著國共內戰中共解放軍的軍事勝利，中

共新政府沒收了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工廠、礦

山、交通、貿易等產業，建立了新政權的國

營經濟體，使新中國的人民幣有了堅定的物

質和經濟基礎。而且以中國人民銀行為首的

國家金融體系的運作，使新中國政府國掌握

了調整貨幣發行和流通的強有力靠山。以上

的新資源都為都為新中國政府對第一次的人

民幣通貨膨脹的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力量

和治理工具。直到 1949 年底，中共解放軍以

經取得絕大多數的軍事勝利，軍費開支大幅

度減少了。中國農村也有 1.5 億農民和 6 億

畝耕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農村的經濟條件也

改善了，農村購買力有所增長，社會秩序的

安定、農村經濟的恢復，更使得城鄉物資交

流的發展及人民幣流通順暢和範圍擴大，對

通貨膨漲的治理有著重要的幫助。此外，新

中國政府還取消了外國對中國海關的特權，

施行對外貿易管制與外匯管理的政策，從而

消除了外國政府及商人從經濟上任意掌控中

國經濟的風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與蘇

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很快地建立了外交關

系。1950 年 2 月，中蘇兩國又簽訂了中蘇友

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蘇聯對中國貸款的協定

都對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所助益（遲愛萍，

2007：200 － 201）。更對消除人民幣發行之

初所引發的通貨膨脹，以及穩定人民幣的信

用和價值具有重大意義。

其後 1951 年 3 月 20 日新中國中央人民

政府之政務院頒布《關於收回東北銀行地

方流通券及內蒙古人民銀行地方流通券的

暝令》。規定由中國人民銀行限期以法定

本位之人民幣收回東北銀行和內蒙古人民銀

行發行的地方流通券。此外，自 1951 年 4

月 1 日起中國東北地區和內蒙古地區一切計

價、記帳、契約等，亦一律改為以人民幣為

法定本位貨幣。至於以前的債權債務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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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係按每九元五角兌換人民幣一元的比價結

算清償。1951 年 5 月 17 日，中國人民銀行

另發行印有蒙文的面額 5000 元和 10000 的

人民幣紙鈔。而不管印有蒙文與否的人民幣

紙鈔，都等價在全國流通﹙宋月紅，2008：

124–125 ﹚。其後於 1951 年 9 月 21 日，考

量新疆地區經過中國共產黨兩年的治理後，

金融物價以經穩定，人民對人民幣的流通信

賴感已強，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遂發布

命令，要求新疆地區自同年 10 月 1 日起，

限期以印有維吾爾文字的人民幣取代並回收

原新疆省銀行發行的銀元票，並以 350 元人

民幣換原新疆省銀行銀元票一元的比價為換

發基準，而未印有維吾爾文字的人民幣自此

也可以在新疆地區流通，且自同年 10 月 1

日起中國新疆省一切計價、記帳、契約等，

也一律改為以人民幣為法定本位貨幣，並自

1951 年底起，人民幣成為新疆省內唯一的合

法流通貨幣﹙王敏賢，1988：50；宋月紅，

2008：127 ﹚。此時除西藏地區以外，中華

人民共和國轄內都以經實現了人民幣的統一

流通。

參、人民幣的考驗及角色功能
        (1948—1952)

貨幣是主權國家的象徵之一，人民幣卻

先於中共建國即先發行流通，並與國民政府

的金圓券進行貨幣戰爭，最終取得勝利。其

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人民幣所代表的

政經實體驗明正身。而國際上布雷頓森林體

系的建立和運作，是以美元和黃金掛勾，用

美元釘住黃金的價格，其他國家的貨幣再釘

住美元的價格來維持各國匯率的穩定，以推

動固定匯率制度。而人民幣所表彰的政經實

體是被封殺於美國及西歐等國為核心的西方

資本主義國家集團之外！但因為蘇聯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援助，讓人民幣的政權基礎－

中共得以穩住對新中國的治理。而人民幣雖

然被排除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外，但是在和

蘇聯老大哥的貨幣盧布間的換匯比率上，仍

舊無法擺脫對全球主要貨幣美元的比價路徑

依賴。

1948 年到 1952 年之間，此階段中國的

政治經濟是處於三國四方的國共內戰及中共

建國的初階段，而在國際的政治經濟架構

下，世界各國以經被美蘇兩大盟主所形成的

冷戰架構下，必需選對陣營擁護一主，全球

的新國際金融貨幣體制－布雷頓森林體制當

時也以經建立運作，中共當時對蘇聯是採取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並且被美歐國家進行經

濟封鎖。而中共對中國的歷史解讀和國際處

境是認為中國當時處於半殖民地及半封建的

極為落後的基礎上的。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中，中國是受戰爭破壞時間最長、程度最

為慘重的國家。戰爭結束以後，中國又經歷

了 3 年多的國共內戰。中共在同一塊土地上

重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實際上也就

承繼了在中國土地上原國府政權的通膨及經

濟困局，其後國力又面臨了韓戰的大規模耗

損，使中國在受到美歐諸國的封鎖禁運，再

次承受了沉重的經濟打擊；但人民幣也在此

國際和國內艱難政治經濟狀況中，仍受到國

內使用者的信賴，務實的實踐了其貨幣流通

的角色功能。

回顧中國當時陷入了錯綜複雜各方角力

的“三國四方”政經格局。所謂三國指的是

中、美、蘇三國，而四方中除了美、蘇兩方

外，另外兩方則是指中國內部的蔣介石領導

的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兩個意識型態對立

的集團。在“三國四方”關係發展演變的過

程中，美蘇兩方由二戰前合作走向二戰後對

抗的局面，國共則由和談走到內戰，這都是

現實政經環境演變的結果。美國的主要盤算

為防止蘇聯控制中國為目標，並將中國由對

抗日本軍國主義轉變為遏制蘇聯共產主義向

亞洲擴張的重要反共堡壘，而扶助反共的蔣

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來繼續統治中國是符合

美國利益的選項。蘇聯亦以維護自身國家安



全為主要考量點，其將和中國接壤之東北、

新疆和外蒙古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不容他

國染指；從而蘇聯最後支持和其意識型態相

同之中國共產黨軍隊進佔東北地區自然是符

合當時蘇聯國家利益的行為。

而扶助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來對抗共

產黨並繼續統治中國雖然是符合美國利益

的選項，但是美國重歐輕亞的政策思考，

終究未在蔣介石派王雲五赴美爭取美援時

果斷的支持國府的金元券貨幣改革政策。

回顧國府金元券的發行額從最初的 9 億元

增加至 679,458 億元，相當原國民政府法幣

2038374000000 億 元， 這 一 數 字 比 1937 年 6

月增加了 1,445 億倍，十分驚人，也造成惡

性通貨膨脹，以 1949 年 5 月與 1937 年 6 月

相比，物價指數上漲了 36,807 億倍﹙董輔礽，

2001a：16 ﹚！國府紙幣貶值程度可說史無

前例。國民政府也曾採取限制物價的措施，

但僅 3 個多月就被迫宣佈放棄，從此物價幾

乎天天上漲甚至一天數漲，上漲幅度動輒數

倍，許多商店不及更換價格標示。民眾信心

崩潰，大家爭相兌換黃金、白銀、銀元和美

元時，其後又因徐蚌會戰展開，國府潰敗，

國府高層乃決定放棄中國大陸，並搶運黃金

至台灣，國民政府的幣制改革伴隨政經軍的

失利而告終。

而 1948 年 11 月 8 日，中共所屬華北、

山東、陝甘寧及晉綏各地區政府會商決定，

將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及西北農民銀行共同

合併為中國人民銀行，而同年 12 月 1 日中

國人民銀行正式在石家莊成立﹙吳申元等，

2003：279 ﹚。而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於成立

當日，即正式發行中國第一套人民幣，並將

之定位為所轄華北、華東及西北地區的本位

貨幣，統一流通。中共解放治理地區的所有

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幣為結

算之本位貨幣。從此，中共解放軍打到那裡

人民幣就流通到那裡，伴隨著中共的軍政經

的節節勝利，人民幣也漸次流通於全中國，

人民幣在支援中共解放軍的軍費支出及中共

建國及國家統一等事業上，貢獻卓越，此從

人民幣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搶先發

行流通而可知人民幣對中共建國統一的事業

及軍費支出的幫助甚大。

共同綱領第三十九條則明定：「關於金

融：金融事業應受國家嚴格管理，貨幣發行

權屬於國家，禁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外匯、

外幣和金銀的買賣，應由國家銀行經理。依

法營業的私人金融事業，應受國家的監督和

指導。凡進行金融投機、破壞國家金融事業

者，應受嚴厲制裁。」由上述條文例示可知，

共同綱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及國家政

策的方向以經作出了規劃。

而沒收國府官僚資本政策推動實施後，

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得到滋養和

發展。1949 年底，國營工業在全國大型工

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已達 40.3%，其中國營

經濟已擁有全國發電量的 58%、原煤產量的

68%、生鐵產量的 92% 及棉紡產量的 53%。

國營經濟還控制了全國金融、外貿，外貿、

鐵路等現代化交通運輸事業。為新成立的中

共政權統一財政、平穩物價及迅速恢復中國

國民經濟並啟動計劃經濟建設的準備工作，

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持。此外蘇聯當時對同

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新成員中國的經濟建設，

也確實提供了不少幫忙及援助。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蘇簽訂了第一個貸款協定，約定蘇聯

在五年內，向中國提供 12 億舊盧布 ( 約合 3

億美元 ) 貸款，以償付蘇聯給中國提供的機

器設備和器材，年利 1%，償還期為七年。 

1953 年向中國正在建設和改建的項目及中國

重要企業提供設備，並對新建和改建的 91 個

企業幫助設計和提供設備。這是當時有名的

蘇聯援建的 141 個工程項目。綜上可知，中

共在國內攫取政經資源，在國外獲取社會主

義陣營老大哥蘇聯的奧援，都為人民幣所代

表的中國實體經濟基礎奠甚深，也加強了人

民幣的貨幣價值，這對一個甫印行流通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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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而言極為重要，尤其是中國才從國府金元

券的惡性通膨傷害中復原，人民對紙幣的信

心不足，人民幣經歷了打敗金元券及銀元之

戰後，又在其所代表的中國實體政治經濟力

量的穩定成長支持下，終於站穩了腳步，並

進而成為穩定社會和物價的治理工具。       

當時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比較靈活。

此時，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很少，中共剛

才建立的新中國並非 IMF 等國際金融機構的

會員國，因此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對人民

幣匯率沒有任何約束力量（栗志綱，2008：

70 － 71）。此時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在國內

外各種局勢的互動下，採取非常靈活的浮動

匯率機制，但也因中國當時不具 IMF 等國際

金融機構的會員國身份，而且中國當時的經

濟實力尚弱，對國際經濟利益的危害尚淺，

其採取違背布雷頓森林體制的匯率政策，並

未引起國際爭議或制裁。反倒是因為在國際

冷戰架構下，中國選擇了一邊倒向蘇聯，

又參與了韓戰，因此受到歐美國家的經濟封

鎖。而且為了加強對中國的封鎖與禁運，

更嚴格地實行對中國的貿易管制，美國還

於 1952 年 8 月促使巴黎統籌委員會 （下稱

巴統）增設了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小組委員

會─中國委員會，制定更加嚴格的「禁運貨

單」，其清單遠遠超出了巴統貿易管制範圍

（崔丕，2005：283 － 313）。這個中國委員

會的成立代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

國進行的貿易管制並非區域性的貿易往來，

而是以全球貿易的管制為目的。據統計，朝

鮮戰爭期間共有 45 個國家參加對中國的禁

運。美國一手策劃主導的對中國全面封鎖禁

運的政策，使中國許多境內產品的出口與工

業原料及設備器材的進口受到嚴重阻礙。在

中國財力物力薄弱、戰爭支出浩大又無法進

行貿易活動賺取外匯的情況下，對中國的經

濟發展與國民生計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當

然也損傷了人民幣的經濟實力。

肆、結語
西元 1948—1952 年間，人民幣誕生前後

的中國大陸政經情勢，是處於國府財政破敗

與濫發紙幣，導致人民對於官方發行貨幣信

賴不足及惡性通貨膨脹的時局。而經過制定

共同綱領與中共建國，再經由中國的政經體

制變革，最終使人民幣成為中國法定貨幣並

重新獲得民眾信賴。但是人民幣是先於中共

建國就搶先發行流通，此從第一版人民幣其

年代仍援用中華民國。。。年可得而知（請

參附圖第一套人民幣例示）。 而貨幣是主權

國家的象徵之一，人民幣卻先於中共建國即

先發行流通，自然有和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

和金圓券爭奪貨幣正統地位及民間百姓流通

信賴的目的。用現代流行的用語就是人民幣

和國民政府的金圓券在進行一場貨幣戰爭！

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人民幣所代表

的政經實體驗明正身。

而國際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和運

作，是以美元和黃金掛勾，用美元釘住黃金

的價格，其他國家的貨幣再釘住美元的價格

來維持各國匯率的穩定，以推動固定匯率制

度。而在冷戰架構下，中共是屬於蘇聯陣營，

自然當人民幣所表彰的政經實體都被封殺於

美國及西歐等國為核心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集團之外，人民幣當然也就不被當時的西方

資本主義國家所承認。但因為蘇聯對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援助，讓人民幣的政權基礎－中

共得以穩住對新中國的治理。而人民幣雖然

被排除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外，但是在和蘇

聯老大哥的貨幣盧布間的換匯比率上，仍舊

無法擺脫對全球主要貨幣美元的比價路徑依

賴。人民幣的價值在當時的國際政經體制

裏，仍需面臨主要政經大國的信賴考驗，其

兌換比率及國際流通價值非可自主決定頻受

牽制。( 為節省篇幅，相關注釋節略，併此

敘明。)

（作者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